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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研究新进展

李    佳,  冯天丽,  万代彬
（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 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是一个旨在解释社会行动者如何在特定场域中建立和维持秩

序的综合性理论。该理论基于经济社会学、制度理论、社会运动理论，为理解社会变革和社会创

新发生的方式与发展的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

与发展潜力，尤其适合在当下愈加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探讨组织的行动机制、组织与制

度的互动机制等研究话题。本文首先基于文献计量的方法，对战略行动场域理论近十多年的发

展与应用进行了系统分析；其次，结合定量分析的结果和定性的方法，梳理了战略行动场域理

论的核心内容及拓展；文章最后提出了未来潜在的研究方向。本文首次将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引

入中文世界，希望有助于学者们了解该理论的核心内容与应用情况，推动探索组织在复杂环境

中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构建战略行动场域中组织行动测量体系，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对话，并结

合中国情境下的实际问题，发展和构建本土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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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随着组织的生存环境变得愈加复杂和高度不确定，企业、非营利机构、政府等组织逐渐难

以独立解决管理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各类组织行动者共同为解决某个重大的社会问

题（如贫困、失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而采取战略行动的场域中，如何保证组织持续采取行动

且发挥有效作用，从而实现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战略行

动场域理论因其将行动和权力的概念内在地联系在一起（Molina等，2018），以一种非常适合分

析变化的方式引起人们对动态过程的关注，成为研究多行动者参与解决某个具体社会问题的

重要分析框架。自Fligstein和McAdam于2011年提出战略行动场域理论以来，该理论已被广泛

应用于分析各类关注社会问题的行动场域，比如，向失业者提供支持的英国就业服务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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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等，2016）、解决美国大学毕业率低的社会问题的高等教育场域（Ness等， 2021）、新加坡

对移民进行管理的治理场域（Goh等， 2017）等等。

一些学者总结了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在价值共同创造（Laamanen和Skålén，2015）、非营利部

门的跨学科研究（Barman，2016）、政策实施研究（Moulton和Sandfort，2017）和可持续转型研究

（Kungl和Hess，2021）等研究领域中所提供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情况，但是目前尚缺乏针对战略

行动场域理论文献的全面分析。为了解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应用趋势和研究进展，本文结合定

量和定性方法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和系统性综述，旨在做出以下四点研究贡献：第一，

系统回顾了场域的概念和场域理论的演化，指出以往场域理论的不足以及战略行动场域理论

的潜在应用价值。第二，对国际主流期刊的107篇研究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包括期刊分布、论

文数量年度分布以及关键词共现分析，描绘出了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应用研究的知识图谱。第

三，结合该理论的研究现状，梳理了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核心内容和研究前沿，尤其是综合定

量分析结果和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出该理论在组织行动研究领域的应用与拓展方向。第四，

分析现有理论运用的局限性，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提出了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在中国情境

下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二、  场域与场域理论的演化

场域的概念起源于物理科学，并逐渐被应用于社会科学。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三个场域

理论流派，分别为Bourdieu和Wacquant（1992）提出的社会场域、DiMaggio和Powell（1983）提出

的组织场域以及Fligstein和McAdam（2011，2012）提出的战略行动场域。

Bourdieu和Wacquant（1992）最早提出社会场域的概念，认为一个场域是更广泛的社会空

间类别的一个子集，“当一个行动和权力的领域变得充分划定、自主化和垄断时”就会出现

（Wacquant和Akçaoğlu， 2017），并开发了一个以“惯习”（habitus）为基础的行动模型，以解释行

动者的文化框架如何影响他们解读他人行动的能力。Bourdieu和Wacquant（1992）的社会场域

理论强调场域的概念是由“权力（或资本）种类的分布”所定义的关系结构，注重于行动者如何

利用他们现有的认知框架来参与战略性的社会结构行动。

基于新制度理论，DiMaggio和Powell（1983）提出了组织场域的概念。其对场域的定义很宽

泛，包括了组织场域中的全部相关行动者（关键供应商、资源和产品消费者、监管机构，以及生

产类似服务或产品的其他组织），并侧重于在场域中解释共享相同制度环境的组织之间的相似

性、场域冲突（Hoffman，1999； Thornton和Ocasio，1999）， 以及对制度变革和能动性的理解

（Dimaggio， 1988； Maguire等，2004； Garud等，2007； Wooten和Hoffman，2017）。此后，对组织

场域的制度研究涉及组织间的同构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场域是如何稳定和可复制的，并认为组

织一旦成为组织场域的一部分，就会受制度的驱动（如合法性）（DiMaggio和Powell，1983）。
世纪之交后，Fligstein和McAdam（2011，2012）结合以往场域理论的元素与新制度理论和

社会运动理论提出了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战略行动场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SAF）是一个建构

的中观社会秩序，其中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体或集体）根据场域目的、与场域内其他行动者的关

系（包括谁拥有权力以及为何拥有权力），以及对场域内合理的行为准则的共同理解（这并不意

味着意见总是一致）来相互协调和互动 （Fligstein和McAdam，2011；2012）。Fligstein和McAdam
（2011，2012）认为场域并不独立于行动者的认知和定义而存在，场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即使

是稳定的场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提出场域有三种状态，即稳定的、危机中的和新兴的。此

外，任何一个特定的场域都嵌入在一个更广泛的环境中，这个环境由无数的近端或远端场域以

及国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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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关于场域的理论中，Bourdieu和Wacquant（1992）的社会场域主要关注场域中的

个体行动者，DiMaggio和Powell（1983）的组织场域、Fligstein和McAdam（2011，2012）的战略行

动场域同时关注场域中的个体和集体行动者。Bourdieu和Wacquant（1992）的大部分工作都是

为了确定场域的存在，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场域的概念并将其与行动理论相结合。

DiMaggio和Powell（1983）的工作重点在于探讨已经存在的组织场域内组织如何发生制度同构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与之相比，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战略行动上，强调权

力在场域结构中的作用，突出了行动者在场域中的能动性。例如，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将行动者

分为在位者（incumbents）、挑战者（challengers）与内部治理单位（internal governance units），并
纳入社会技能（social skills）的概念。

总之，战略行动场域理论通过关注新场域的出现和现有场域的转变，以及不同角色的行动

者在场域变化中发挥的作用，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更系统的方式来思考行动者的能动性、

行动者和场域的关系，非常适合在当下愈加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探讨组织的行动机制、

组织与制度的互动机制等研究话题。

 三、  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计量分析

（一）文献收集

自Fligstein和McAdam（2011，2012）提出战略行动场域理论以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

对该理论进行应用与拓展。目前国内的中文核心期刊尚未发表过引用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文

献。我们以“Strategic action fields”“Fligstein AND field”和“McAdam AND fields”为检索关键词

进行标题、摘要、关键词检索，检索起止日期为2011年至2022年，从EBSCO数据库（137篇）和

SCOPUS数据库（174篇）共收集311个条录。对收集的文献进行了以下几个筛查步骤：（1）删除

重复文献；（2）剔除非SSCI和SCI期刊的文献以及与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无关的文献；（3）三名研

究人员通过审查全文内容，剔除未对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做出具体理论贡献的文献。最终，本文

共获得107篇研究文献。

（二）期刊分布

从期刊的学科分布来看（见表1），发表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相关文献的73种期刊中包含了

27种管理学期刊、26种社会学期刊、14种工学期刊、3种经济学期刊、2种教育学期刊、1种艺术学

期刊。战略行动场域理论被多个学科视为新的理论视角用以分析其领域中的研究问题。统计结

果显示，管理学领域（占比39%）是目前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主要从中观场域的

层面分析和研究组织的战略行动。其次是社会学领域（占比31%），社会学期刊的文献主要将该

理论用于社会运动、社会变革等方面的研究。再次是工学领域（占比22%），主要在SAF中进行

可持续转型相关的制度、权力和能动性方面的研究。
 
 

表 1    期刊学科分布

管理学 社会学 工学 经济学 教育学 艺术学 总计
数量 27 26 14 3 2 1 73

比例（%） 39 31 22 3 3 2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从期刊发文量分布来看，研究文献中有18篇发表于管理学顶级期刊，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和Organization Science等，约占总量的

16%。其中，Organization Studies和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是最关注战略行动场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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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类顶级期刊，分别已发表6篇和4篇相关文献。此外，社会学顶级期刊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上也有相关文章发表。总体而言，战略行动场域理论近年来愈发活跃于管理学和社会

学领域，尤其在组织行动研究中展现出了该理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三）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从论文数量年度分布折线图来看（图1），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研究目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1—2014年为初始缓慢增长期。这一阶段外文核心期刊发文总量为8篇，展现出一

个新理论自提出后逐渐被学者们所了解和探讨。第二阶段，2015—2022年为高速发展期，外文

核心期刊总发文量为99篇，占总量的92%。这一阶段从2015年开始平均每年有十余篇文章见

刊，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并着手相关研究。其中2019年和2020年论文

发表数量波动较大，可能是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文献未能及时发表。从2021年开始，战略行动

场域理论文献在国际主流期刊的发表频次开始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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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 1    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研究文献的发表年限统计
 

（四）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主题和主要内容的高度凝练。我们使用VOSviewer软件对107篇战略行

动场域理论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分析，并选择网络视图来显示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可视

化的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可见，“organizations”节点与“strategic action fields”节点距离较近，

说明战略行动场域理论适用于围绕组织展开的研究（Kungl和Hess，2021）。例如，学者们在就业

服务场域（Taylor等，2016； Rey-García等，2019）、高等教育场域（Ness等，2021）和能源转型场域

（Blanchet，2015；Kungl，2015）等SAF中研究组织如何参与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观察其他节点

可知，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正在完成其对可持续发展、社会运动、社会创业等广大研究领域的

“渗透”。

 四、  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核心内容及拓展

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的研究内容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SAF中的行动者角色与

关系的研究，涉及场域内角色的定义、角色的分类及角色之间的关系；二是对SAF的形成及稳

定机制的研究；三是对SAF中组织行动的研究。最后，为了更好地呈现管理学顶级期刊发表战

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的情况，我们整理了UTD24与FT50期刊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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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与理论拓展。

（一）行动者角色与关系研究

不同的行动者根据其相对权力在SAF中占有不同的位置，被分为在位者、挑战者与内部治

理单位（Fligstein和McAdam，2012）。在位者指那些在一个场域内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的行

动者，场域的目的、结构、地位、规则都根据他们的利益而决定，在位者倾向于维护场域现状，以

保持自身的有利地位。挑战者在场域中处于非有利位置，倾向于对他们在该场域的地位提出另

一种看法，但不会公然反抗，大多数时候他们会顺应普遍的秩序，然后等待新的机会来挑战场

域的结构和逻辑。内部治理单位则负责监督场域规则的遵守情况，加强场域的主导逻辑，并在

总体上促进系统的整体顺利运作和再生产。内部治理单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导战略行动

场域的在位者，他们制定的规则最终有利于在位者的利益，其并非竞争性利益之间的中立仲裁

者，而是倾向于对战略行动场域和新出现的场域规则产生稳定的影响（Fligstein和McAdam，

2012；Leiringer，2020）。有学者基于行动者对场域的认同感和是否在本场域占据核心地位，将

行动者分为核心和外围行动者（Becker等， 2020），这种划分更能捕捉到“空间”维度以及行动者

在场域的嵌入性。Schudde等（2021）在挑战者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者（implementers）的概念—
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有义务遵守规则。Canzler等（2017）在跨部门合作的背景下，新增了跨界者

（border crossers）的概念，即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运作的行动者，他们了解既有的场域也了解新

兴的场域，能够在不同的组织和认知文化之间进行转换。尽管Fligstein和McAdam（2012）将内

部治理单位描述为“负责监督场域规则遵守情况”的正式组织，但在Haug（2013）描述的社会运

动场域中，内部治理单位并不是完全成熟的正式组织，作为组织、制度和网络三种社会秩序形

式混合体的会议场（meeting arenas）被认为是更广泛战略行动场域的内部治理单位。

在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对在位者与挑战者的身份与关系研究也进行

了相应的拓展。一方面，Marchetti（2018）认为同一场域的行动者不需要有相同的立场或相同的

具体意图，他们可以是对立的，在位者可能会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其他行动者，挑战者可能会

保持边缘化，可能会表达他们的异议或提出其他观点。Kim和Schifeling（2022）将场域中这两种

角色的关系具象化，提出了一个在位者与挑战者的关系模型，在此模型中，在位者和挑战者共

 

 
注：该图呈现了总频次大于2的关键词，每一个节点的大小代表这个关键字的权重，关键词间相互关联、相

互渗透；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表示两者的亲缘性，如果亲缘性越强则距离越近，亲缘性越弱则距离越远。

图 2    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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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能动性，制度变革来自于他们之间不断的相互适应。另一方面，在位者和挑战者的身份也不

是固定的，而是可能转变的（Zhang和Hamel， 2021），即使是作为在位者的组织，若无法适应环

境的改变也会被淘汰，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挑战者组织若能抓住机会，例如通过重新划定、模糊

和跨越场域的边界工作来改变场域制度从而获得合法性，便可借此实现与在位者之间的权力

逆转（Helfen，2015）。
（二）场域的形成及稳定机制研究

场域的形成及稳定机制研究涉及新场域出现的条件和方式，以及危机中的场域如何恢复

稳定。这两个过程都依赖于拥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社会技能被定义为通过提供共同的意义和

集体身份来激励其他行动者进行合作的能力（Fligstein，1997）。社会技能的纳入提供了一个新

的、更系统的方式来思考能动性、行动者和场域关系。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在新兴的场域状态

下需要寻求秩序；在稳定的场域状态下则试图重现统治地位或者寻找机会挑战统治地位；在危

机的场域状态下选择坚持现状，而不是参与创新的行动（仅指在位者）（Fligstein和McAdam，

2011；2012）。
1.场域的形成机制

Fligstein和McAdam（2012）认为拥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是一个新场域形成的核心，他们为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创造了舞台，并为场域产生新的文化框架。Klyver和
Arenius（2022）对丹麦新兴企业家的研究表明，当创业者具有较高的社会技能时，与亲密社交

关系的网络交往会增加创业成功的机会。Maclean等（2018）的案例研究发现，希尔顿酒店创始

人的出色政治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技能帮助其赢得了国际业务，从而创建了全球性的跨

国公司，塑造了跨国酒店业场域。拥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擅长从无组织或未被占用的社会空间

中创造新的场域，特别是在场域处于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危机时期（Fligstein和McAdam，

2012）。例如，Molina等（2018）发现金融危机导致政府的公共预算和社会支出严重减少，银行和

商学院在公共政策的支持下为有潜力的社会企业提供融资、咨询、培训和网络服务，最终促成

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创业场域。此外，新场域还可以通过“场域间框架”出现，拥有社会技能的行

动者通过在现有场域的框架逻辑内解释新的组织来建立规则，然后利用与既定场域的类比来

定义新场域的特征（Wadhwani，2018）。
基于Fligstein和McAdam（2012）提出的三种新兴战略行动场域形成机制——威胁或机会

的集体归因、组织占有（例如，指挥动员和维持行动所需的资源）和创新的集体行动，

Kauppinen等（2017）认为一个新场域的出现是由多种社会机制带来的，还包括联盟的形成和场

域边界失灵。Canzler等 （2017）还提出了新场域出现的三个条件：（1）全球条件（环境、政策）和

地方测试平台的支持；（2）行动者感知到的相互依存的利益；（3）具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作为跨

界者。Faulconbridge和Muzio（2021）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子场域出现、发展和巩固的三个机制：

（1）通过关注新的机会而出现；（2）通过场域内和场域间的网络促进发展；（3）通过与母场域的

区分来巩固。

2.场域的稳定机制

当场域因为外部冲击变得不稳定时（Fligstein和McAdam，2011），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会采

取相应的战略行动，以维护场域稳定的共同目标以及有利于自身的目标。挑战者会将场域的不

稳定视为一个机会，采取积极的战略行动并调动资源，在促进场域稳定的同时改善他们的场域

地位（Kjeldgaard等，2017）。在位者往往倾向于保守的行动，通过与其他场域在位者建立联盟或

动员内部治理单位来恢复自己的地位，他们也可能对一个或多个挑战者作出让步，甚至可能为

了实现场域的稳定将挑战者纳入主导联盟（Chen， 2018； Paredes-rodriguez和Spierings，2020）。
Pedeliento等（2020）研究发现，在杜松子酒场域，在位者并不总是维持场域现状的稳定，为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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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及自身更好的发展，其可能允许挑战者入侵并与之合作，最终杜松子酒走向了高端市场，

即使在缺乏内部治理单位的情况下场域也再次达到稳定。在维持场域稳定方面，内部治理单位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功能是通过规范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保证战略行动场域的常规稳定

和秩序（Leiringer，2020）。例如，Buchanan和Barnett（2022）发现，加拿大矿业协会作为内部治理

单位在面对政府强大的监管压力和下降的行业信誉时，通过降低高合规成本严格性和加强低

合规成本严格性的稳定战略，平衡了监管制度的外部信誉和内部灵活性，从而促进了场域的稳

定。此外，行动者还可以采取框架轨迹（framing trajectories）来解释场域中有争议的问题，当接

触问题最多的行动者从缓冲框架转向整合框架时，场域稳定就更有可能发生（Litrico和David，
2017）。然而，战略行动场域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场域内与社会技能相关的战略行动，还在于更广

泛的潜在冲突的解决，这意味着场域内存在明确的在位者和挑战者，稳定的场域要么由一个主

导群体强加等级权力，或者是在一些群体的合作基础上建立某种政治联盟（Fligstein和
McAdam，2011）。

（三）场域中的组织行动研究

Fligstein和McAdam（2011）将个体与集体都视为SAF的行动者。相对个体行动者而言，集

体行动者在战略行动场域理论中是较为特殊的存在，因为集体行动者本身就是由战略行动场

域组成的，如组织、供应链和社会运动等（Fligstein和McAdam，2012）。通过梳理现有文献的研

究对象，我们发现学者们在对战略行动场域理论进行应用与拓展时也最为关注组织行动者。为

了更好地探索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在组织行动研究领域的应用与拓展，我们采用扎根理论的方

法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遵循Charmaz（2006）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编码程序，我们使

用了三个层次的编码（如图3所示），包括初始编码、聚焦编码、理论编码和持续比较分析。通过

筛查所有研究对象为组织的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同时遵守扎根理论的过程和程序，建立了

可信度。所有编码内容由三位研究人员分开进行然后讨论得出，确保了编码结构的有效性。最

终，编码结果显示组织在SAF中采取行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场域外部的制度因素、场域内部的危

机以及组织自身的各方面意识。
 
 

� 政策环境变化给场域带来制度压力

� 场域外部存在多个相互冲突的制度
� 场域内外部的制度存在冲突

� 国家、政府从场域中退出，取消场域
   相关的政策

� 场域内的环境变化导致现有组织
   缺乏合法性

� 个别组织的丑闻影响整个场域的
   组织声誉

� 组织识别到进入新兴场域带来的机会
� 组织识别到塑造新兴场域带来的机会

� 组织感知到竞争对手进入场域所
   带来的危机

� 协会拥有促进行业发展、保护会员
   权益的使命

制度空缺

合法性危机

声誉危机

机会意识

竞争意识

使命

聚焦编码

制度压力

制度冲突

理论编码

制度因素

场域危机

组织意识

初始编码

 
图 3    编码过程及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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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因素

包括制度压力、制度冲突和制度空缺在内的制度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组织在SAF中的战略

行动。制度压力是指施加于同一场域内组织以限制其选择并确保一致性的力量（Colwell和
Joshi，2013），能够对场域内的组织行动者产生直接影响。从短期看，制度压力可能让组织行动

者难以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但从长期看，组织可以通过战略行动适应制度压力，

从而维持或改善其场域地位。例如，Pape等（2020）发现面对政策环境变化形成的制度压力，欧

洲第三部门组织采取适应、战略调整和退出战略，保证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相比于制度压力，

制度冲突对场域内组织的影响更为深刻，其留给组织的生存空间更小。面临制度冲突时，组织

行动者会偏向于迎合当下对组织产生更大影响的制度，以“左右逢源”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场域

地位。在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中，制度冲突有两种情况，一是场域受多种外部环境制度的约

束，且制度之间相互冲突。例如，在Marano和Kostova（2016）对跨国组织的研究中，东道国和母

国存在相互冲突的制度力量，跨国企业会采取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以适应复杂的场域环

境变化。二是场域内外部制度之间的冲突，当外来制度与场域内部制度不兼容时，整个场域岌

岌可危，组织需要采取战略行动维系其生存。此外，制度空缺也会影响组织在SAF中的战略行

动。制度空缺是在其他制度安排已经丰富的背景下缺乏支持市场的制度（Mair和Marti，2009；
Mair等，2012）。制度空缺在现有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中表现为场域缺乏相关正式制度，例

如，在Blanchet（2015）的电力案例中，柏林政府退出地方电力政策导致的制度空缺促使地方社

区开展了两个自下而上的基层倡议项目，以夺回公共部门对电网的控制权并影响地方能源

政策。

2.场域危机

除了场域外部的制度因素，场域危机也影响着组织的战略行动，如常见的场域内部的合法

性危机与声誉危机。在SAF中，组织的合法性危机通常由场域内环境的变化引起，而且与场域

地位较高的组织相比，场域地位较低的组织受到的影响更大（McDonnell和Werner，2016）。面
对声誉危机，SAF内的组织也可能会主动采取战略行动，以重新获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

（McDonnell和King，2013）。在Bozic等（2019）的对比案例研究中，过错组织的食品安全丑闻影

响了整个场域内组织的声誉，无过错组织和过错组织通过集体行动（产品撤回、承诺等）来保护

他们的场域，修复客户对行业组织的信任。在某些特殊的SAF中，组织可能因为公众的抵制而

同时面临合法性与声誉危机。在Özen和Özen（2011）所研究的土耳其金矿场域，跨国公司因破

坏当地环境和居民的原生活方式而被抵制，合法性与声誉均受到影响，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

不同战略（操纵、挑衅、回避和妥协），加强了自身作为在位者在该场域支配地位的合法性并修

复了自身的声誉。

3. 组织意识

组织自身的机会意识、竞争意识和使命也是影响其在SAF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机会常常

出现于场域尚未出现和刚刚形成时，在位者可以通过塑造新兴场域缓解获得核心地位的压力，

也可以通过框架战略参与新兴场域的建设，以及通过市场渗透战略占据市场份额，从而获得新

场域的核心地位，挑战者则可以通过社交策略获取利基市场，塑造其在新兴场域的地位（Taylor
等，2016； Apajalahti等，2018；Willers，2022）。但是，机会并不总是有利于组织在SAF中的地位，

例如，Barinaga（2020）的研究指出，新兴社会企业在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依赖于与在位者的

合作以获取资源，而这最终可能会导致其被在位者吸纳而发生使命漂移。此外，场域外组织入

侵和新的挑战者的出现可能会给场域内在位者的地位带来冲击，诱发其竞争意识（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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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对于协会而言，它们在SAF中的战略行动则往往受到组织使命的驱动（Kjeldgaard等，

2017；Loscher等，2021）。
基于上述SAF中的行动者角色与关系、场域的形成及稳定机制和场域中的组织行动研究，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研究前沿，我们将发表于UTD24与FT50期刊的文献的

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与理论拓展进行了详细整理，如下表2所示。

 

表 2    发表于UTD24或FT50期刊的代表性战略行动场域理论文献内容整理

研究主题 作者（年份） 研究方法 研究发现 理论拓展

行动者角
色与关系

Haug（2013） 理论研究

会议场作为社会秩序的三种形式的混合体：
组织、制度和网络，在社会运动场域中扮演内
部治理单位的角色，但非完全成熟的正式组
织

拓展了战略行动场域中
内部治理单位在社会运
动研究中的应用

Helfen
（2015）

定性研究

在德国的中介机构工作场域，场域在位者激
活、维护和加强内部边界以及接触相邻与高
阶场域保护外部边界，以维护场域稳定；挑战
者重新划定、模糊和跨越边界来影响场域的
稳定

提出场域的边界制度工
作可以实现在位者和挑
战者之间的权力逆转

Becker等
（2020） 定性研究

一个基于创新的场域的时间演变是由不同行
动者在该场域内的嵌入程度以及他们在其他
场域的嵌入程度决定的

拓展了战略行动场域中
行动者的分类类别，引
入了核心行动者与外围
行动者的概念

Kim和
Schifeling
（2022）

定量定性
结合

在位者的反动员策略不仅在短期内减轻了对
其统治地位的威胁，而且还刺激了挑战者运
动的演变

提出了一个在位者与挑
战者的关系模型，在此
模型中，在位者和挑战
者共享能动性，制度变
革来自于他们不断的相
互适应

场域的形
成与稳定

机制

Litrico和
David（2017） 定性研究

行动者可以采取四种典型的框架轨迹来解释
场域中有争议的问题：整合主导型、缓冲主导
型、混合型和缓冲到整合型

提出当接触问题最多的
行动者从缓冲框架转向
整合框架时，场域稳定
就更有可能发生

Maclean等
（2018） 定性研究

跨国企业可以通过政治意识这一特殊的社会
技能赢得国际业务

提出政治意识作为一种
特殊的社会技能有助于
塑造场域

Pedeliento等
（2020） 定性研究

杜松子酒场域在缺乏内部治理单位的情况下
也能达到稳定状态

提出在位者并不总是维
持场域稳定，可能允许
挑战者入侵并与之合作

Faulconbridge
和

Muzio（2021）
定性研究

子场域的出现、发展和巩固包括三个场域分
割机制：（1）通过关注新的机会而出现；（2）通
过场域内和场域间的网络促进发展；（3）通过
与母场域的区分来巩固

提出了子场域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出现、发展和
巩固的机制

Buchanan和
Barnett
（2022）

定性研究

面临着政府的强大监管压力和下降的行业信
誉，加拿大矿业协会作为内部治理单位，通过
降低高合规成本严格性和加强低合规成本严
格性的稳定战略，平衡了监管制度的外部信
誉和内部灵活性，从而促进了场域的稳定

拓展了战略行动场域理
论中的内部治理单位在
私营监管机构研究中的
应用

Klyver和
Arenius
（2022）

定量研究

当创业者具有较高的社会技能时，与亲密社
交关系的网络交往会增加创业的机会，可能
建立一个新兴企业，但当他们具有较低的社
会技能时，则会减少他们创业的机会

拓展了战略行动场域理
论中的社会技能概念在
创业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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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总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对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探讨，总结了战略行

动场域理论的核心内容以及该理论的应用与拓展情况。本文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1）战略

行动场域理论主要被应用于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正处于高速发展期；（2）战略行动场

域理论适用于分析行动者角色与关系、场域的形成及稳定机制以及场域中的组织行动；（3）在
战略行动场域中，组织行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制度因素、场域危机和组织意识。通过对文献的整

理与分析，我们还发现现有研究仍然存在如下局限：（1）战略行动场域的研究内容丰富但比较

分散，不同研究内容之间的对话有待加强；（2）定量实证分析偏少；（3）对中国情境的研究仍然

匮乏。自Fligstein和McAdam提出战略行动场域理论以来，该理论发展不过十余年，且作为一个

跨学科的新兴理论，学者对其的应用与拓展仍有很大的空间，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未来可

能的研究方向。

（一）拓展SAF中组织行动原因的研究

目前，关于组织在SAF中行动原因的研究在宏观层面集中于制度因素，忽略了宏观环境中

的技术和市场因素；也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空缺对组织行动的影响，如价值信念、意识形态、行为

准则、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缺失。鼓励未来研究在不同层面考虑更多影响

SAF中组织行动的因素。学者们也可以探索SAF中组织行动原因的其他维度，比如战略行动场

域理论中提及的其他两个方面：（1）邻近场域的变化；（2）母子场域间的联系。此外，大部分研究

只讨论了单一的行动原因，随着组织的生存环境变得愈加复杂，学者们需要考虑受多重因素影

响的组织行动。

（二）探索SAF中组织行动的研究方法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多采用案例、文本分析、民族志、历史研究等定性的研究方法。虽

然定性研究方法能够深入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体现研究的深度和细节，但定性研究也存在一

些不足：（1）耗费成本高，不适用于大规模样本的研究；（2）所获得的信息和资料难以量化，标准

化程度低；（3）主观性较强，结论往往具有概括性和较浓的思辨色彩；（4）成果缺乏普适性，难以

在较大范围内推广等。因此，SAF中组织行动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需

进一步拓展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弥补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与空缺：（1）发展定量的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对研究的严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定性研究良好的补充。

尽管已有少部分学者在SAF组织行动研究中采用了定量的方法，但基于战略行动场域理论设

计的量化体系仍不成熟。未来研究中学者们可以构建SAF中组织行动的测量体系，将组织行动

 

表 2  （续）

研究主题 作者（年份） 研究方法 研究发现 理论拓展

场域中的
组织行动

McDonnell和
King（2013） 定量研究

由于声誉威胁会破坏企业的场域地位，与在
企业场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企业相比，具有
较高声誉地位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抵制事件后
增加其亲社会主张的数量

拓展了战略行动场域中
的场域地位在印象管理
研究中的应用

McDonnell和
Werner
（2016）

定量研究

相比场域地位较高的企业，场域地位较低的
企业受到社会运动抵制的影响更大，将导致
退款比例的增加，国会听证会次数的减少，以
及获得政府合同数量的减少

拓展了战略行动场域中
的场域地位在组织形象
研究中的应用

Marano和
Kostova
（2016）

定量研究
在跨国组织场域中，跨国企业的企业社会责
任实践受东道国和母国制度力量的影响

拓展了战略行动场域理
论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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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行动的模式和行动的结果进行量化，形成定量实证研究的基础。（2）采用混合的研究方

法。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既能保留定性研究的细节与深度，又能突出定量研究的客观性

和精确性，减少单一方法可能产生的误差，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全面和可靠。此外，战略行动

场域理论在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之间应用广泛，为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对话，针对

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问题，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广度与

深度。

（三）深化中国情境下SAF中的组织行动研究

从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实践应用来看，有学者开始将该理论与中国情境结合起来。例如，

为了理解围绕城市固体废物焚烧的争议如何对该场域内的主导秩序施加影响，Zhang和
Hamel（2021）对中国的三个城市进行了实地研究，探讨了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如何在特定

场域竞争主导地位。但现有研究对中国情境下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仍很匮乏，未来研究可以关

注以下几个方面：

1.探索场域中行动者的新角色与新关系。在战略行动场域理论中，权力的大小影响着行动

者的地位，但Fuchs和Hinderer（2016）发现在位者不单是由权力大小所定义的，许多案例观察者

认为国家行动者或政治行动者是在位者，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地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国家行动者或政治行动者并没有在被调查的场域内参与竞争。与西方相比，中国情境下中央或

地方政府是很多社会问题解决场域的重要行动者，如过去的扶贫场域，现在的乡村振兴场域。

政府行动者以内部治理单位的身份在场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可能同时担

当在位者的角色与身份，并以其他形式参与市场竞争（比如扶持发展社会企业）。探讨政府如何

平衡这两种角色身份，以及在这种模式下场域内各类组织行动和场域的变化有何独特性等问

题，有助于丰富战略行动场域理论中行动者角色与关系的研究。

2.探索新兴场域的社会经济价值创造。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国内新政策

的颁布和社会企业的兴起，使得一些新兴场域开始涌现，比如，儿童早期教育场域、普惠养老服

务场域、残疾人旅游场域等，为研究SAF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情境。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新兴市场，在该情境中实施社会创业和实现社会创新的过程可能面临着制度不完善的

问题，场域中的行动者如何克服制度阻碍从而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问

题。虽然文化和象征性资本对于塑造场域中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是很重要的（Spence等, 2017），
但其他制度因素如价值观、信念和法规等也值得被学者所考虑。此外，社会问题解决场域中不

同类型和拥有不同背景的行动者如何促进场域生态系统的有效和持续运作，尤其是行动者间

的学习模仿行为、互助行为、合作机制等值得探索（DeJordy等，2020）。
3.探索独特的场域变化影响因素，尝试构建中国本土理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独特

的政策环境，如国企改革、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反垄断、双碳政策、双减政策等宏观环境建设给

许多传统场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学者们可以探讨我国经济与政策环境变化对哪些传统场域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场域往往需要进行制度变革。行动者可以通过框

架策略改变现有制度（Werner和Cornelissen，2014）。在中国情景下，值得探讨的是处于挑战者

地位的组织行动者如何在变化的场域环境中主导和参与制度变革，以及这些制度变革如何帮

助场域适应变化的环境，甚至是促进场域内颠覆性社会创新的实现。这些话题将有助于进一步

丰富对于SAF中组织行动机制与场域变化的理解，有望促进中国本土理论的发展。

总之，作为首篇将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引入中文世界的文章，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1）通过

回顾场域的概念和场域理论的演化指出了以往场域理论的不足以及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潜在

应用价值；（2）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和定性的方法分别描绘了战略行动场域理论应用研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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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和战略行动场域理论的核心内容和研究前沿；（3）基于现有理论运用的局限性，提出了战

略行动场域理论在中国情境下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这些根植于中国情境SAF中的组织行动

研究对于构建本土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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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611731, China）

Summary: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action fields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innovation. Since its proposal, this theory has been
extensively applied to analyze various types of action fields, notably with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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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Based on 107 key publications from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assess 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and delineates
its core concepts and extensions by combining quantitative insights with qualitative examination.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by categorizing the actors into incumbents, challengers, and internal
governance units,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action fields introduces a fresh and more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agency-actor-field relationship, and proves particularly well-suited for
investigating topics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 today’s intricate and unpredictable environment. Second, this theory has primarily been
applied in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management and sociology. The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is extensive but
somewhat scattered, and there is a need for stronger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contents. Third,
factors influencing organizational actions in strategic action fields includ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ternal crises within the fields, and various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consciousness.Future research can
delve in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behind organizational actions in strategic action fields, and
considering a wider range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ch actions at various levels. It may also explore
advance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or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actions in these field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tative and mixed research methods. Considering China’s uniqu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al approach, future research may explore
actors’ new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emerging fields, and
distinc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field changes, to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constructing and
expanding the field theory.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First, it reviews the concepts of field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field theory, highlights the limitations of prior field theory, and show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action fields. Second, it employs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 create
a knowledge map of this theory’s research applications, aiding scholars in understanding its core content
and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Third, it outlines this theory’s core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fostering explor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Fourth, it paves the way for future research by proposing topics for explor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offering new directions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indigenous
theories.

Key words:  theory of strategic action fields;  fields;  organization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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